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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学林

《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抄本书影

《爨宝子碑》题跋

■

邗 （上接 7 版）

集民族地质材料， 较少注意古

物 ”； 另一方面 ， 昭通存较多

汉晋古物亟待发掘 “昭通附近

开化为最早……故汉晋间的古

迹随处可指”。 1929 年冬， 张

希鲁多次访查梁堆古迹， “大

略知道是汉晋间室与墓的遗

痕 ”。 基于上述准备 ， 张希鲁

于 1930 年寄信当时的图书馆

长秦璞安， 建议发掘梁堆， 未

果 。 次年 ， 成立民众教育馆 ，

张希鲁再次建议梁堆挖掘， 遂

获同意 。 1931 年 4 月 ， 张希

鲁主持了梁堆的发掘， 《昭通

后海子梁堆发掘记 》： “民国

二十年夏， 昭通民众教育馆筹

备处于城西北隅十五里发掘梁

堆 ， 掘至底 ， 深过人顶 。” 这

次的梁堆考古被认为是云南省

的首次考古活动。 当时的梁堆

挖掘仅开展了不到一周， 挖掘

石块数百块， 张希鲁初步绘制

了墓石图形 、 并文字考证若

干。 文章最先发表于 《昭通研

究 》， 编辑评价为 ： “张希鲁

君关于梁堆的文字， 在东昭以

至云南或中国的历史价值上是

很关重要的。 ……梁堆的研究，

在云南文化史上占的地位， 尤

其重要。 我们知道研究古代的

历史， 最可靠的资料， 就是那

时遗留下来的实物， 那么我们

就不应当轻易的让它过去。 张君

的贡献， 不过是初步的工作。”

本次的考古发掘， 是想解决 《汉

孟孝琚碑》 的立碑时间问题， 但

此墓已空， “虽发掘梁堆， 惜无

若何成绩”。

张希鲁与王献唐在 1937年

的来往书信也谈到了梁堆考古

问题。 如 1937年 9月 7日王献

唐寄信张希鲁， 奉上 《临淄封

泥叙目》。 10 月 28 日， 张希鲁

回信并提出金石考证上的问题：

“前奉上蜀郡墨拓两蜀郡中之一

篆， 弟疑为 ‘券’ 字， 未审是

否， 希鉴定此拓与永元八年造

一洗， 均敝邑最近两地出土之

物， 望不惜是正为荷， 愧不一

一 。” 12 月 16 日 ， 王献唐回

信 ， 蜀郡器上二字 ， 当释为

“千万”， 为合文。 12 月 21 日

又解释了 “梁堆” 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 这次考古

发掘虽然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

活动 ， 但从理论方法上来说 ，

还达不到现代田野考古的规范。

从传统金石学角度来看， 张希

鲁的这次考古发掘是为了解决

考证 《汉孟孝琚碑》 所作的访

碑研究， 如摹写刻石、 考量石

块形制等依旧是传统的金石学

研究的范围。 一方面， 张希鲁

受限于知识的积累。 笔者翻阅

了张希鲁的捐赠清单， 张氏所

读 之 书 ， 线 装 书 （ 582 种 ，

4340 册） 以史部和集部为主；

平装书 （485种， 800册） 也以

史部著作、 各类国学读本及近

代期刊为主。 另一方面， 张希

鲁除了购买大量金石学著作 ，

如 《金石萃编》 《寰宇访碑录》

《语石》 《定庵题跋》 等， 还收

藏了 95 种、 163 册金石拓本，

堪称精品的如 《汉孟孝琚碑初

拓本》 《明拓孔羡碑》 《明拓

石鼓文 》 《西岳华山庙碑 》

《董其昌字帖》 等， 皆是传统金

石学著作， 唯 1935年张希鲁游

历重庆时 ， 读到了卫聚贤的

《中国考古小史》， “闲着有天

走到商务印书馆去， 看见卫聚

贤著的一本 《中国考古学小

史》， 就买回寓将它读完。 这书

的内容， 尚可人意。” 1939 年，

张希鲁还邀请了考古学家徐炳

昶赴昭通中学讲学， 在后来二

人的通信中， 张希鲁还有意将

所藏金石文物捐献于当时的中

央博物院， 未获准许。

清末民初的一批学者， 如

罗振玉、 王国维、 商承祚等人

在古器物学、 金石学领域建树

卓越， 经过他们的努力， 金石

学研究已演化为近代考古学的

一部分， 但这些学者一般仍被

视作金石学家 ， 而非苏秉琦 、

梁思永等学术意义上的 “考古

学家 ”。 正处于由传统金石学

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关键时期

的张希鲁 ， 利用二重证据法 ，

考证乡土史料， 他在 《滇东古

物目略序》 中曾有论断： “昭

通自 ‘改土归流 ’， 至今为及

三百年 ， 过去史实 ， 暗而弗

彰。 茍无古物佐证， 虽知开发

已在两汉间 ， 距今已有二千

年， 恍惚迷离， 其谁信乎？ 人

以中土而重明物 ， 我居边疆 ，

邑遇汉物而不顾哉！ 余从乡中

搜罗金石， 将近十年， 耗余心

血诚多 。 今综核汉物约十之

七， 有文字可凭者， 又仅十之

一。 旅蜀所见及各地目赌者列

入， 互证吾乡史迹也。”

张希鲁是云南首位提出考

古学术语的学者， 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游学经历让外界了解

云南考古， 也使云南考古走向

了世界。 但是， 张希鲁从未得

到学术界的认可， 也少有学者

对他的学术予以关注， 这大概

与他偏重金石收藏， 不措意于

历史考证有关。 如今， 张希鲁

的旧藏大都保存于昭通图书馆，

或许这批材料的整理对于重估

张希鲁的学术以及云南考古学

有着积极作用。 （作者为云南大

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 韩国首

尔大学中文系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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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马尔沙克 （B. I.

Marshak）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

本专著 《粟特银器 》（中译本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4 月

出版 ），此书令我们认识到 ，在

被笼统地归入 “萨珊银器 ”或

者 “后萨珊银器 ”的金银器中 ，

其 实 包 含 着 一 个 特 殊 的 类

别———粟特银器。 粟特银器有

着鲜明的个性 ，同时融汇了周

边多种文化的元素。 日后马尔

沙克成为享誉世界的中亚考

古学专家 ，粟特银器的出土数

量与种类也日益增多 ，但是他

对粟特银器的研究结论基本

不变 ，这体现在他后来的相关

著 作 与 论 文 中 。 （ 见 氏 著

Silberschat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 -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at, Lepzig: Seemann

1986; “ A Sogdian Silver

Bowl from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 in Ars Orientalis

29:101-110）

这 本 书 的 副 标 题 是 An

Essay on the Oriental

Toreutics （关于东方金属细工

的研究 ）， 对制作工艺的深入

观察和分析构成了研究的基

础 。 全书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

章题为金属细工流派。 马尔沙

克要研究的粟特银器多是传

世品 ，没有如中国的中古金银

器那样 ，不少制品来自有明确

纪年的墓葬 ，因此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编年体系 ，为鉴定单件

制品的年代和产地提供了坐

标。 而马尔沙克及其前辈并没

有这种金银器的编年体系可

以参考 ，他们所面对的是被通

通贴着 “萨珊银器 ”或者 “后萨

珊银器 ”标签的器物 ：大体来

自萨珊帝国及阿拉伯帝国东

部地区 ，时间从 5、6 世纪延续

到 8 世纪。 他们首要的工作是

找到方法 ，从中区别出可以称

作“粟特银器”的组群。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

现 ， 金属器中的一些技术和

风格特征最早出现在其他质

地的器物上 ， 而陶器和纺织

品的制作工艺则来源于金属

林英

———《粟特银器》读后

把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这可以称为跨界。 马尔沙克如果只是把

研究局限在银器领域内， 对粟特银器的定义很可能还不清晰，正

是在不断地将研究对象与同时期其他种类文物的联系与比较中，

他的研究才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

“萨珊银器”

或“后萨珊银器”之外

（下转 9 版）


